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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财政金融支农政策表示外部输血性引导，基于 １９９７—２０１１ 年我国 ３０ 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

数据，分析农民收入结构和财政金融支农政策变迁与农民消费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农民的各项收入对其

消费支出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其系数从大到小依次为家庭经营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

性收入，但近年来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对其消费支出的正向影响在逐渐增强，相反农民家庭经

营性收入对其消费的贡献却在逐渐降低；财政支农支出和金融机构的农业贷款也对农民消费具有显著的促

进作用，但明显小于各项收入对消费的促进作用，且这种影响在近年来表现出明显的弱化趋势。 应优化农

民收入结构和财政金融支农投入的配置方向，积极促进农民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扩张，加大财政支

农支出中的投入性支出和农村信贷中的生产性信贷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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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一国经济的持续增长需要依靠消费、投资和出

口协同拉动，而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消

费乏力、投资过热、外需不足和经济结构失调。 因

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内生增长成为迫

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这一过程又必然需要扩大内

需，尤其是消费需求。 但是事实情况却是，３０ 多年

来，中国经济保持着高速、持续的增长势头，而中国

居民消费占 ＧＤＰ 的比重却不断走低，尤其是农村居

民消费能力低下。 “十二五”是我国实现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继续加快推进农民

增收、优化农民收入结构、扩大财政金融支农力度、
打开农村消费市场、保持农村消费扩张是拉动内

需、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健

康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
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扩大内需的关键还是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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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

农村人口从 ８２．０８％（１９７８ 年）下降至 ４７．４３％（２０１２
年），但农村消费总量却不足全国的 １ ／ ３。 从城乡居

民消费对比情况来看（见图 １），城镇居民消费占比

一直不断上升，而农村居民消费占比却从６２．１％
（１９７８ 年）大幅下降至 ２２．２％（２０１２ 年）。 单就农村

居民人均消费水平而言，近年来农村消费进一步出

现萎缩现象，１９７８—２０１２ 年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

平增长率为 １１．７５％，而 １９９７—２０１２ 年间的年均增

长率仅有 ８．７８％①。 不可否认，影响农村居民消费

升级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以城乡收入差距为主要特

征的社会分配不公是直接因素，农民增收渠道及收

入来源单一化是主要困境，而财政金融支农政策引

导偏颇是关键环节所在。 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来

看，改革开放前是相对稳定的，改革开放之后城乡

收入比从 ２．５７（１９７８ 年）扩大到了 ３．１０（２０１２ 年）。
从农民收入结构来看（见图 ２），家庭经营性收入和

工资性收入一直是农民收入的主体部分，且家庭经

营性收入比重持续下降而工资性收入比重不断上

升；近年来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与转移性收入有了

一定程度的提高，自 ２００８ 年起两者比重之和开始突

破总收入的 １０％。 从财政金融支农来看，１９９７—
２０１１ 年人均财政支农年均增长率为２２．２３％，人均农

业贷款年均增长率为 ２３．０９％，但这些支农支出大多

以补贴的形式进入农民手中，对农民消费的影响大

打折扣。 由此看来，在当前乃至未来的很长一段时

间内，要提升我国消费空间，必须把握好扩大内需

的关键，努力实现农村消费增长。 这就需要从收入

着手刺激最为广阔的农村消费市场，并通过财政金

融支农政策引导广大农民成为合理的消费市场群

体。 因此，我国农村居民的收入结构变迁和财政金

融支农政策引导对农村消费的影响，不仅是国家宏

观经济政策关注的重点，也是当前理论研究的热门

话题。

图 １　 １９７８—２０１２ 年我国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占比对比

图 ２　 １９８５—２０１２ 年我国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变化趋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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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和《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０３—２０１３）计算所得。



　 　 西方经济学家对收入与消费及其结构的关系

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Ｅｄｗａｒｄ
首次提出家庭消费结构支出分类法。 现代消费理

论则起源于凯恩斯（Ｋｅｙｎｅｓ，１９３６）的绝对收入假说、
杜森贝利（Ｄｕｅｓｅｎｂｅｒｒｙ，１９４９）的相对收入假说、莫
迪利安尼和布努伯格（Ｍｏｄｉｇｌｉａｎｉ ＆ Ｂｒｕｍｂｅｒｇ，１９５４）
的生命周期假说和弗里德曼（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１９５７）的永

久收入假说。 之后 Ｈａｌｌ（１９７８）考虑到不确定性的

存在，将理性预期理论引入永久收入假说和生命周

期假说，提出随机游走假说。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 ９０
年代初，预防性储蓄理论（Ｌｅｌａｎｄ，１９６８）获得极大发

展，将不确定性引入分析框架，在吸收了理想预期

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对生命周期假说和永久性收

入假说进行了重要拓展，发展起了流动性约束假说

（Ｚｅｌｄｅｓ，１９８９）、预防性储蓄假说（Ｃａｂａｌｌｅａｒｏ，１９９０）
以及各种预防性储蓄模型（ Ｚｅｌｄｅｓ，１９８９； Ｄｅａｔｏｎ，
１９９１；Ｃａｒｒｏｌｌ，１９９２；Ｇｕｉｓｏ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２；Ｄｙｎａｎ，１９９３；
Ｗｉｌｓｏｎ，１９９８；Ｃａｒｒｏｌｌ，２００６），使理论对实际消费数据

的解释能力不断加强。
借鉴国外经典的收入—消费理论，近年来国内

学者针对农村居民消费与收入的研究明显增多。
李锐和项海容（２００４）指出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主

要取决于持久性收入水平，但暂时性收入对消费支

出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蔡跃洲（２００９）在对我国

农民收入构成进行分解的基础上，对影响我国农民

消费的各种因素进行了量化分析，指出当前对农民

消费具有显著影响的因素主要是农民经营性收入、
工资性收入及国家财政农村救济费支出。 张秋惠

和刘金星（２０１０）基于 １９９７—２００７ 年的面板数据分

析，发现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和消费水平正处于升

级变动之中，但尚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基本收入

对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拉动作用不明显，而非基本

收入对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却具有较强的拉动作用。
祁毓（２０１０）实证研究了不同来源的收入对城乡居

民消费的影响，其结果表明对于农民而言，虽然家

庭经营收入的消费效应最大，但与家庭经营收入相

比，工资收入增加对消费增长的贡献率更大；转移

性收入增加能够显著地影响农民消费，财产性收入

对消费增长的影响却并不显著。 温涛等（２０１３）基

于 ２００４—２０１０ 年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我国各

地区农民收入结构对其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影

响，结果表明农民各项收入对各项消费的作用强度

存在明显差异，家庭经营收入仍然是其分项消费支

出的最主要影响因素。
在有关经济问题的研究中，财政改革和金融改

革往往是两个广受重视的解释变量，财政金融支出

无疑成为探讨消费问题的核心制度因素。 根据传

统凯恩斯主义理论，政府财政支出增加将通过乘数

效应带动产出的成倍增长，再通过消费函数拉动居

民消费。 新凯恩斯主义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分析

框架下进一步再现了这一结论，于是基于此的研究

大多得出政府支出会挤入私人消费的结论（Ｋａｒｒａｓ，
１９９４；Ｂｌａｎｃｈａｒｄ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２；刘溶沧 等，２００１；胡书

东，２００２）。 但 Ｂａｉｌｅｙ（１９７１）首先认为在政府支出和

私人消费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替代关系，也就是挤出

效应。 Ｂａｒｒｏ（１９８５）通过建立一个关于政府在消费

和服务上的支出对居民消费影响的一般均衡模型

拓展了 Ｂａｉｌｅｙ 的研究，认为虽然政府的公共支出在

短期和长期都具有正的消费与产出效应，但政府支

出短期内增加引起消费增加的幅度小于政府支出

增加的幅度，而政府支出长期增加的产出与消费效

应比政府短期支出增加的产出与消费效应更低，这
进一步显示了长期中政府支出对消费与产出产生

了一定的挤出效应。 得出类似结论的还有 Ａｓｃｈａｕｅｒ
（１９８５）和 Ａｈｍｅｄ（２０００）等。 具体到农村居民消费

的相关研究，也主要存在以下分歧：一种认为政府

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是挤出的（Ｋｏｒｍｅｎｄｉ，
１９８３；Ａｎｄｒｅｗ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殷善福 等，２０１１；李伶俐

等，２０１２），另一种则认为是挤入的（Ｄｅｖｅｒｅｕｘ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６；Ｂａｒｎｅｔｔ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胡永刚 等，２００９；李晓嘉，
２０１０）。 另外，尽管以往的研究证明农业信贷补贴

政策在不少情况下无助于促进农村经济增长和农

村居民消费，但是，Ｊａｐｐｅｌｌｉ 等（１９９８）研究发现，越是

信贷受约束的个人越是有较大的消费敏感性。 刘

广明（２０１１）指出，金融支持是农村消费市场开拓的

关键环节所在，金融将通过投资和消费信贷两种注

入方式推动农村消费。 李伶俐和王小华（２０１２）运

用我国 １９５２—２００９ 年的数据研究表明，农村信贷的

增加对农村消费有强劲的促进作用。
从上述文献梳理可以发现，学者已经对农民收

入与农民消费、财政金融支农投入与农民消费的关

系做出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近年来对农民收入不

同构成、财政金融支农投入与农民消费之间关系的

研究也逐渐成为焦点。 但相关文献却更多的只是

从整体层面所进行的分析，少有研究考虑到不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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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内农民收入构成和财政金融支农政策的显著差

异对消费产生的不同影响，因此制约农村居民消费

扩张的因素还有待于进一步揭示。 鉴于此，本文将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 １９９７—２０１１ 年我国 ３０ 个

省、市、自治区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的面板数据

为研究对象，对农民收入结构、财政金融支农政策

与农民消费之间的时空差异进行深入探索。

二、模型、变量与数据说明

１．实证模型推导与构建

根据 Ｈａｙａｓｈｉ（１９８２）的研究思路，我们首先可

以得到一个农村经济的总消费函数：
Ｃ∗

ｔ ＝ αＷｔ ＋ μｔ （１）
式（１）中，Ｃ∗

ｔ 表示农村经济中的有效消费总

量，Ｗｔ 表示由农村经济中当期及未来折现的收入流

所决定的社会财富总量，α 表示财富的消费倾向，μ
为短期消费的随机波动。 本文根据苑德宇等

（２０１０）的做法假设农村居民在 ｔ 期经济中的总消费

包括两个部分组成：一是来自农村居民私人的消费

（Ｃ ｔ），二是政府财政支农支出（ｇｔ）对私人消费的作

用，即：
Ｃ∗

ｔ ＝ Ｃ ｔ ＋ βｇｔ （２）
（２）式中，如果 β＞０，则说明政府财政支农支出

对农村居民消费有促进（挤入）的作用，反之则反。
对于式（１），就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收入是农

村居民财富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影响农村居民

消费行为的根本性因素。 然而，在不确定性和流动

性约束等诸多因素影响之下，不同性质的收入对农

村居民的消费行为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假设中

国农民既是消费者，又是直接的生产经营者和投资

者，其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是密不可分的。 由于中

国农村居民收入来源复杂，支出去向多样化，本文

假设农村经济中存在借贷的情况，我们可以把农村

居民（消费者）的财富总量写成其各项收入现金流

量的现值总和，即：
Ｗｔ ＝ γＹｔ ＋ φ（θＧ ｔ － Ｔｔ） ＋ φ（δＬｔ － ＰＬｔ － Ｔ′ｔ）

（３）
其中，Ｙｔ 为真实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现期

值，Ｇ ｔ 和 Ｔｔ 分别表示当期及未来的财政支农支出

（ｇｔ）和税收（ ｔｔ）的折现值，θＧ ｔ 代表由当期和未来的

财政支农支出给农村居民（消费者）所带来的财富

效应，Ｌｔ、ＰＬｔ 和 Ｔ′ｔ 分别表示当期及未来的农村贷

款（ ｌｔ）、还款（ｐｌｔ）和经营税收（ ｔ′ｔ）的折现值，δＬｔ 代

表由当期和未来的农村贷款给农村居民（消费者）
所带来的财富效应。

如果农村居民、政府、金融机构在跨期内实现

预算平衡，也即是 Ｇ ｔ ＝Ｔｔ 和 Ｌｔ ＝ＰＬｔ＋Ｔ′ｔ，代入式（３）
便有：

Ｗｔ ＝ γＹｔ ＋ φ（θ － １）Ｇ ｔ ＋ φ（δ － １）Ｌｔ （４）
由此可以看出，（θ－１）Ｇ ｔ 出现在财富的表达式

中，只要 θ≠１，财政支农支出资金的变动就会给农

村居民的消费带来正或者负的财富效应（Ａｓｃｈａｕｅｒ，
１９８５）；同样，只要 δ≠１，农村贷款的变动也会给农

村居民的消费带来正或负的财富效应。 合并式

（１）、（２）和（４），有：
Ｃ ｔ ＋ βｇｔ ＝ α［γＹｔ ＋ φ（θ － １）Ｇ ｔ ＋

φ（δ － １）Ｌｔ］ ＋ μ ｔ （５）
考虑到政府财政支农支出具有一定的刚性作

用，我们把 ｇｔ 移项后并入到 Ｇ ｔ 中，然后用 β１、β２ 和

β３ 分别表示项 Ｙｔ、Ｇ ｔ 和 Ｌｔ 前的系数，式 （５） 可简

化为：
Ｃ ｔ ＝ β １Ｙｔ ＋ β ２Ｇ ｔ ＋ β ３Ｌｔ ＋ μ ｔ （６）
因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按其性质可分为农

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经营性收

入、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农村居民人均转移

性收入，所以式（６）可进一步转化为：
Ｃ ｔ ＝ β １Ｇ ｔ ＋ β ２Ｌｔ ＋ β ３Ｙ１ｔ ＋ β ４Ｙ２ｔ ＋

β ５Ｙ３ｔ ＋ β ６Ｙ４ｔ ＋ μ ｔ （７）
上式说明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受到政府财政

支农支出水平（Ｇ）、金融机构农业信贷投入水平

（Ｌ）以及农民的工资性收入水平（Ｙ１）、经营性收入

水平（Ｙ２）、财产性收入水平（Ｙ３）和转移性收入水平

（Ｙ４）的综合影响。

２．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被解释变量：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ｉｔ表示第 ｉ 个地区第 ｔ
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

年鉴》（１９９８—２０１２）。
解释变量：（１）农民收入结构，ｗａｇｅｉｔ、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ｉｔ、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ｉｔ和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ｉｔ分别表示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
家庭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数据

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１９９８—２０１２）。 （２）外部输

血性引导，ｆｉｓｃａｌｉｔ和 ｌｏａｎｉｔ分别表示财政支农和金融

支农指标，用以反映财政金融支农政策对农民消费

的推动作用。 财政金融支农政策可通过信贷和财

政支持实现为“三农”“输血”，解决农村经济发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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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供求的矛盾，支持现代农业的发展，最终实现

提升农民消费水平的目标。 因此，本研究采用人均

财政支农（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村人口之比）和人均

农业信贷量（农业信贷年末余额总额除以农村人

口）来衡量的财政金融支农政策，进而分析外部输

血性引导对农村消费的影响。 数据来源于《新中国

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

会的《农村金融服务分布图集》以及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年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和各省统计年鉴。 文中变量

均以人均数而非总水平值表示，是为了更好地排除

人口总量及其结构的影响；同时考虑到面板数据固

有特性，为消除模型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多重共线

性等问题，对各变量进行对数处理。 表 １ 为实证研

究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 １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元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样本 平均值 标准差 方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偏度 峰度

Ｏｂｓ Ｍｅａｎ Ｓｔｄ． Ｄｅｖ．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Ｍｉｎ Ｍａｘ Ｓｋｅｗｎｅｓｓ Ｋｕｒｔｏｓｉｓ

农民消费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４５０ ２ ８０６．６１４ １ ７６４．６４１ ３ １１３ ９５８ ５０６．６４ １１ ０７７．６６ １．８３４ ９１３ ７．３２５ ４３２

工资性收入 ｗａｇｅ ４５０ １ ５３７．２５ １ ６１４．０３９ ２ ６０５ １２１ ５２．６５ １０ ４９３．０３ ２．４２０ ０５２ １０．１０８ ８８

家庭经营性收入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４５０ １ ９２２．９６３ ７８０．１３７ ５ ６０８ ６１４．６ ５８９．７４ ４ ９８１．７６ １．１４０ ８０４ ４．２６４ ８６６

财产性收入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４５０ １２１．８０２ ５ １８６．３７７ ３４ ７３６．３７ ２．７７ １ ５３７．０１ ４．０６５ ６９ ２３．５８７ ３２

转移性收入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４５０ ２４４．８２２ ５ ３２９．０２３ ６ １０８ ２５６．５ ２０．２７ ３ ４３９．９４ ５．０４７ ５２４ ３８．２６２ ８２

财政支农 ｆｉｓｃａｌ ４５０ ５９５．３８７ ９５１．６２１ ９ ９０５ ５８４．２ １４．７６ ６ ７２５．１４ ３．５０２ １６ １７．８９８ ６４

农业信贷 ｌｏａｎ ４５０ ３ ３６５．３３８ ７ １４４．３０５ ５．１０Ｅ＋０７ ６７．０６ ７１ ７６７．６１ ５．７０１ ７３５ ４４．１２９ ３３

　 　 　 注：本表所有数据均由 ＳＴＡＴＡ１２．０ 计算而来。

三、实证结果分析

在做面板数据分析时，首先应选择合适的模型

进行最优测度。 为此，进行面板模型的 Ｆ 检验，如
果 Ｆ 值大于临界值则摒弃混合模型；然后在此基础

上进行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如果 Ｈａｕｓｍａｎ 值大于临界

值，则说明应该选择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否则建立

个体随机效应模型。 本文使用 ＳＴＡＴＡ１２．０ 软件对

１９９７—２０１１ 年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包括工资性收

入、家庭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以及转移性收入）
和财政金融支农投入（包括财政支农支出和金融机

构的农业信贷投入）与农村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进

行估计。 另外，为了验证农民收入结构和财政金融

支农政策对农民消费的影响在不同时间段的差异，
本文第一个模型采用了全样本进行回归，然后的 ９
个模型采用逐步回归的方法（也就是每 ７ 年为一个

时间段，后一阶段为前一阶段剔除最前面的一年之

后再增加一年），各个模型估计结果如表 ２ 所示。
不难看出，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结果表明模型 Ｉ—Ｘ 均采用

固定效应影响形式。 从面板模型的拟合优度看，每
个回归模型的 Ｒ２ 均大于 ０．６２５，完全满足面板数据

的估计精度要求；所有模型的 Ｆ 值在 １％的显著性

水平下均能通过检验，表明模型中各解释变量与被

解释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显著，模型整体拟合优度

很好。 另外，所有模型中的同一变量与被解释变量

之间的各项回归系数保持符号完全一致，只是其显

著程度有所不同而已，说明农民的各项收入以及财

政金融支农政策与农村居民消费之间的长期关系

比较稳定。 除此之外，模型 ＩＩ—Ｘ 的拟合优度呈逐

渐扩大的趋势，足见各解释变量与农村居民消费之

间的这种相关性在不断增强。
由表 ２ 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在 １９９７—２０１１ 年，

农村居民的各项收入、财政支农支出和和农业信贷

投入对其消费支出的影响均表现为显著的挤入作

用，且收入结构的回归系数从大到小依次为家庭经

营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
一直以来，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性收入是农民收入中

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只是近年来有所下降，但是家

庭经营性收入占总收入之比仍在 ４５％以上），因此

对消费的贡献作用也最大，与预期相符。 工资性收

入是农民收入组成部分的另一个重要来源，在总收

入中的占比仅次于家庭经营性收入，并且近年来两

者占总收入的比重越来越靠近，但工资性收入对消

费的影响却远远小于家庭经营性收入。 转移性收

入占总收入的比重虽远远小于家庭经营和工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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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但对消费的贡献却明显大于工资性收入

（０．１２＞０．０９），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农民的消费支

出存在明显的“心理账户”①现象，通常当收入位于

某一水平之下的情况下，人们会把辛苦挣来的钱存

起来不舍得花，但是如果有一笔“意外之财”，则可

能很快就花掉。 从农民收入结构来看，其转移性收

入具有暂时性、非传统收入的特征，虽然在收入构

成中只占较小的比例，但在农民消费支出过程中却

表现出相对宽松的状态，从而对生活消费的拉动效

应就较为明显（温涛 等，２０１３）。 财产性收入的回归

系数最小，可能原因是农民财产性收入来源过于单

一，且数额太小（１９８５ 年至今，财产性收入占比一直

低于 ４％）。 这就客观上要求逐渐、稳步地增加农民

财产性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例，丰富收入来源渠

道，使收入来源更趋多元化。 对于财产性收入的快

速增长，目前来说最有效的措施就是确定农民的

“三权”②，因为能为农民带来收入的财产是具有增

值能力、能进入市场进行交易、具有流动性的财产，
获得财产性收入的前提条件是要让农民拥有财产

并得到法律有效保护，要创新相关金融产品，发展

农村金融市场，要让更多的农民具有金融知识和金

融意识。

表 ２　 实证分析结果（１９９７—２０１１ 年）

模型Ⅰ
１９９７—２０１１

模型Ⅱ
１９９７—２００３

模型Ⅲ
１９９８—２００４

模型Ⅳ
１９９９—２００５

模型Ⅴ
２０００—２００６

模型Ⅵ
２００１—２００７

模型Ⅶ
２００２—２００８

模型Ⅷ
２００３—２００９

模型Ⅸ
２００４—２０１０

模型Ⅹ
２００５—２０１１

ｗａｇｅ
０．０８８ １４３ ９

（０．００１）∗∗∗

０．０４５ ９１５
（０．１６５）

０．１０９ １８１ ７

（０．００１）∗∗∗

０．１４７ ８２０ ５

（０．００１）∗∗∗

０．２２４ ５３３ ５

（０．０００）∗∗∗

０．２６６ ６３２ ２

（０．０００）∗∗∗

０．２７４ ４６６

（０．０００）∗∗∗

０．２７８ ７４５ １

（０．０００）∗∗∗

０．２１８ ４１４ ７

（０．００１）∗∗∗

０．１８４ ３３７ ８

（０．００７）∗∗∗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０．２１５ ２１５ ３

（０．０００）∗∗∗

０．２１６ ４１７ ３

（０．００４）∗∗∗

０．２８１ ７５５ ８

（０．０００）∗∗∗

０．３２４ ４１９

（０．０００）∗∗∗

０．３３０ ８６２ ９

（０．０００）∗∗∗

０．３８１ ４７４ ９

（０．０００）∗∗∗

０．３８２ ３５３ ５

（０．０００）∗∗∗

０．２０６ ２１６ ６

（０．００８）∗∗∗

０．１７８ ４５５ ２

（０．０１１）∗∗

０．１６３ ６３２ ３

（０．０２５）∗∗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０．０５６ １２７ 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３８ ７２０ ７

（０．００７）∗∗∗

０．０４３ ６８３ ３

（０．００３）∗∗∗

．０６１ ９０１ ６

（０．００１）∗∗∗

０．０５８ ５２８ ２

（０．０１４）∗∗

０．０３７ ８２９ １
（０．１１３）

０．０５２ ４３４ ７

（０．０４２）∗∗

０．０６１ １１８ ８

（０．０２４）∗∗

０．０６８ ５３８ ３

（０．００６）∗∗∗

０．０７０ ６２１ ９

（０．００２）∗∗∗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０．１２４ ６６８ 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８６ ６６９ ６

（０．０００）∗∗∗

０．０８３ ６３７ ４

（０．０００）∗∗∗

．０７５４ ７３９

（０．００１）∗∗∗

０．０８５ ７００ 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８３ ４３６ ６

（０．０００）∗∗∗

０．０８０ ５７９ 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６１ １１８ ８

（０．０００）∗∗∗

０．１５８ ４４３ ４

（０．０００）∗∗∗

０．１５６ ４５３ ２

（０．０００）∗∗∗

ｆｉｓｃａｌ
０．０９５ ５９４ ７

（０．０００）∗∗∗

０．０９６ ８２６ 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６２ ７１０ ７

（０．００９）∗∗∗

０．０３４ ８３０ １
（０．１８６）

０．００４ ２９８
（０．８６９）

０．００８ １４４ ６
（０．７１８）

０．０２１ ８７２ ２
（０．３２６）

０．０３８ ２８５ ８

（０．０６６）∗

０．０２６ ０５９ ５
（０．１７１）

０．０２２ １３５ ７
（０．２４９）

ｌｏａｎ
０．０５７ ９９６ ８

（０．０００）∗∗∗

０．０８７ ８９４ ４

（０．０００）∗∗∗

０．１００ １３６ ８

（０．０００）∗∗∗

０．０８１ ６６７ ８

（０．０００）∗∗∗

０．０６４ ９５９ ９

（０．００２）∗∗∗

０．０５０ ２４７ ８

（０．００９）∗∗∗

０．０３１ ２５６ ９
（０．１８５）

０．０３０ ５８４
（０．１８７）

０．０２１ ０７４ ３

（０．０７６）∗

０．０１５ ２１５ ７

（０．０５８）∗

常数项
３．８２１ ０７２

（０．０００）∗∗∗

４．０８６ ９３７

（０．０００）∗∗∗

３．２９０ ２６５

（０．０００）∗∗∗

２．９８１ ０３８

（０．０００）∗∗∗

２．６８５ ７７１

（０．０００）∗∗∗

２．２０８ ４

（０．０００）∗∗∗

２．１６７ ０２６

（０．０００）∗∗∗

３．２０６ ９５３

（０．０００）∗∗∗

３．６８３ ６３９

（０．０００）∗∗∗

３．９７３ ４３８

（０．０００）∗∗∗

样本量 ４５０ ２１０ ２１０ ２１０ ２１０ ２１０ ２１０ ２１０ ２１０ ２１０

Ｒ２ ０．９２２ ５ ０．６２５ ０ ０．７４９ ８ ０．７５０ ４ ０．７９６ ２ ０．８５７ ２ ０．８８０ １ ０．８９４ ８ ０．９１７ ９ ０．９３４ ６

Ｆ 值 ７６１．３９∗∗∗ ４８．３４∗∗∗ ８６．９１∗∗∗ ８７．１８∗∗∗ １１３．３１∗∗∗ １７４．１１∗∗∗ ２１２．８３∗∗∗ ２４６．６６∗∗∗ ３２４．３８∗∗∗ ３３６．４２∗∗∗

Ｈａｕｓｍａｎ 值 ４０．２７∗∗∗ ３０．９７∗∗∗ ２３．８８∗∗∗ １７．３０∗∗∗ １２．１０∗ １３．５８∗ １２．０６∗ １０．８２∗ １２．５４∗ １１．０４∗

模型形式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注：本表所有数据均由 ＳＴＡＴＡ１２．０ 计算而来，小括号里面的值代表 Ｐ 值，∗、∗∗、∗∗∗分别表示 １０％、５％和 １％的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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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心理学中的“心理账户”（ｍｅｎｔ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理论认为，人们会根据财富来源的不同将收入与支出划分成不同性质的、收入

与支出相互对应的多个心理分账户，每个分账户有单独的预算和支配规则，金钱并不能容易地从一个账户转移到另一个账户

（Ｔｈａｌｅｒ，１９８５），因此，不同来源的收入具有不同的消费结构和资金支配方向（李爱梅 等，２００７）。
农民的财产权包括土地的经营承包权、宅基地的使用权、集体经济的收益权，即农民的“三权”。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副委员长周铁农认为，农民“三权”资产化，是解决农民创业、解决农民资金缺乏，进而解决家庭收入增收的一个重要手段。 允

许农民把“三权”作为一种资产进行抵押贷款，这样农民在外地打工需要买房定居时，可以使用这笔贷款解决面临的问题。



　 　 从外部输血性引导的相关变量来看，虽然总体

上财政支农支出和金融机构的农业信贷投入均对

农村居民消费起到了显著的挤入作用，但近年来，
这种挤入作用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弱化趋势（模型

ＩＩ 到模型 Ｘ 中财政支农和农业信贷对应的回归系

数和显著性均有所降低）。 一方面的原因可能在于

财政金融政策对“三农”的支持还存在结构效应，意
味着不同类型的支农支出对农村消费的影响机理

与路径不同，导致影响效果不同。 比如有的研究认

为财政支农支出中的投入性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

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补贴性支出的影响不显著

（朱建军 等，２００９）；尹学群等（２０１１）的研究表明，
农户信贷中的农业生产性信贷水平对农户消费支

出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消费型信贷水平却

与农户平均消费水平有负相关关系。 当支农支出

在各种类型的分配偏重不同时，便会改变其对农村

消费挤入作用的强弱程度。 另一方面的可能原因

是财政金融支农政策长期以来作为一种外部输血

性引导的外生机制，不可避免会带有投入随意性比

较大、短期频繁波动、应急色彩浓厚等突出问题（温
涛 等，２０１２），因此在长期内，对于促进中国农村消

费市场的作用极为有限。 再加上长期、重复的财政

支农容易使各方形成补贴依赖，不利于农民和农业

的自身发展，对农村消费困境的摆脱也只能是“杯
水车薪”。 面对数量庞大的贫农，资金明显不足和

相关政策不够完善，最终导致大量财政金融支农资

金配置不合理，部分真正急需消费的穷人可能处于

财政支农政策的“锚定”之外，财政金融支农政策作

为一种外生力量对拉动内需的重任显得“力不从

心”。 所以在长期内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必须形成明

确的原则、使用方向、操作规则和监督检查制度，否
则可能造成资源分配不当和浪费 （王小鲁 等，
２００５），同时需要注重财政金融支农政策密切配合，
才能对扩大农村消费起到互补增效的作用。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以财政金融支农政策表示外部输血性引

导，基于 １９９７—２０１１ 年我国 ３０ 个省、市、自治区的

面板数据，研究了农民收入结构（包括家庭经营性

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和财

政金融支农政策变迁（包括财政支农支出和金融机

构的农业信贷投入）与农民消费之间的关系。 研究

发现：（１）农民的各项收入对其消费支出均存在显

著的正向影响，其系数从大到小依次为家庭经营性

收入、转移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但是

近年来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对其消费

支出的正向影响在逐渐增强，相反农民家庭经营性

收入对其消费的贡献却在逐渐降低。 （２）财政支农

支出和金融机构的农业贷款也对农民消费起到了

显著的促进作用，但这种影响在近年来表现出了明

显的弱化趋势，且其作用明显小于各项收入对消费

的促进作用。
上述研究结论表明，扩大农村消费不再是简单

地提高农民收入总量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调整农

民收入结构和财政金融支农投入的配置方向。 因

此，必须采取科学合理的政策措施，在不断提高农

民收入的同时，更加重视优化农民收入结构，优化

财政金融支农政策引导方向，最终推动农村居民消

费增长。 具体来说：（１）继续推进农民收入持续、稳
定增长与结构优化，加快农业结构调整，增加农民

务农、务工收入，在保障与稳定家庭经营收入和工

资性收入总额的增长的同时，积极促进农民财产性

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扩张，保证原有重要性收入份

额的同时尽量丰富收入来源渠道，使收入来源更趋

多元化。 （２）财政支出是政府行使职能的重要体

现，金融支持是开拓农村消费市场的关键所在，两
者作为重要的外部输血性引导，其规模的合理化和

结构的优化对于扩大农村消费需求具有重要意义。
一方面要适应农民的需求，调整财政金融支农结

构，加大财政支农支出中的投入性支出和农村信贷

中的生产性信贷投入。 另一方面应解决好长期以

来财政金融支农投入随意性比较大、短期波动频

繁、应急色彩浓厚等突出问题，尽快构建并健全长

效机制，确保财政金融支农投入随国家财力增长和

金融发展而合理地持续较快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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